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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江源是我国重要的水源涵养功能区，也是我国乃至东南亚地区的生态屏障，具有重要的生态战略地位。 揭示三江源水

源涵养能力的空间分布、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对于推进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提高区域水资源供给能力和维持生态系统健康

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定量分析了三江源区水源涵养能力的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草地生态系统

为三江源水源涵养功能主体，年平均水源涵养量为 １２０．０４ 亿 ｍ３。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三江源水源涵养量呈显著上升趋势，变化速率

为 １．８０ 亿 ｍ３ ／ ａ（Ｐ＜０．０５），年平均水源涵养量为 １６３．８４ 亿 ｍ３。 生态治理前（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年）水源涵养量增长速率高于生态治理

后（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年）。 三江源区水源涵养能力空间分布上表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特点，显著增长面积为 ２２．０７ 万 ｋｍ２，占全区

总面积的 ６０．７９％。 生态治理前，降水量增加、实际蒸散量增加和实际蒸散比降低等气候变化为驱动水源涵养能力增长的主要

因素；生态治理后，林、草地面积增加等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为驱动水源涵养能力增长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三江源；水源涵养能力；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气候变化；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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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涵养是评估生态系统功能的重要内容之一［１］，是生态系统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对水分的调蓄和保存

能力，具有拦蓄洪水、削减洪峰、调节径流和净化水质等功能［２］。 水源涵养能力对区域气候、土壤、水文和植

被状况产生直接影响［３］，在维持生态系统健康和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水源涵养能力通常采用水源涵

养量表征，反映了一段时间内生态系统在水文循环中存储降水的能力［４］。 探明水源涵养能力的变化规律及

影响因素对提高区域水资源供给能力、保持生态系统稳定具有重要意义［５］。
水源涵养能力的定量研究是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研究的重点和热点［４］。 水源涵养能力的定量评估传

统方法主要有水量平衡法、土壤蓄水量法、林冠截留剩余法、综合蓄水能力法和年径流法等。 根据研究区特点

以及不同研究目的构建的模型逐步成为水源涵养能力评价的主流方法［６］，其中，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即“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与权衡交易综合评价模型”，是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量化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评估模型［７］。 通

过对模型参数的修正，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在中国不同地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方面有较好适应性［８］，目前已在国

内三江源地区［９］、黑河流域［１０］、黄土高原［１１］、大别山区［１２］、北京［１３—１４］ 等地区成功应用，在估算水源涵养能

力，模拟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变化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是影响水源涵养能力的重要因素［１５］。 气候变化主要通过降水量和蒸散量的改变对

区域水源涵养能力产生影响［１６—１７］，人类活动通过改变土地利用和覆被状况等地表特征直接影响着生态系统

的水源涵养能力［１８］。 龚诗涵等［１９］通过相关分析发现降水、温度、蒸散发与水源涵养能力存在显著正相关关

系。 邵全琴等［２０］对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的生态成效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生态保护工程区水源

涵养能力恢复程度优于非工程区。 宁亚洲等［２１］通过量化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水源涵养量，表明林地、草地水

源涵养能力高于其它土地利用类型。 情景模拟法可通过假设理想情景，模拟单因素或多因素变化的影响。 王

盛等［２２］假设降水不变而潜在蒸散发生定量改变和潜在蒸散不变而降水发生定量改变两种情景，对张承地区

水源涵养功能进行评估，结果表明，降水对水源涵养服务的影响远大于潜在蒸散。 张利利［２３］假设土地利用情

况未发生变化，模拟石羊河流域产水深度变化并分别计算土地利用对产水量的影响量，结果表明，土地利用与

气候变化对产水深度分别起反向抑制作用和正向促进作用。
三江源是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发源地，是国家重点水源涵养功能保护区［２４］。 受全球变暖和过度放牧等

人类活动的影响，三江源地区生态状况持续退化，水源涵养能力受到影响［２５］。 ２００５ 年国家启动三江源生态

保护与建设工程以来，生态退化现象得到有效控制［２１］，水源涵养能力有所恢复［９］。 三江源生态恢复过程中水

源涵养能力的变化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尚不充分。 因此，本研究基于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定量评估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三

江源生态系统水源涵养能力的时空变化，对比研究生态治理前后水源涵养能力变化及其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

动的响应，对揭示三江源区水源涵养能力变化规律和驱动机制具有较好参考价值，为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与

建设工作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１　 数据来源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三江源区（８９°４５′—１０２°２３′Ｅ、３１°３９′—３６°１２′Ｎ） 为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汇水区［９］，总面积约

３６．３ 万 ｋｍ２（图 １）。 以山地地貌为主，海拔为 ２５５４—６８２６ ｍ。 气候为典型高原大陆性气候，雨热同期，年均温

－５．４—７．５℃ ［２６］，气温日较差大、年较差小；年均降水量 ３００—５００ ｍｍ，由东南向西北递减，主要集中于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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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月［２７］。 三江源区径流资源丰富，雪山、冰川与湿地分布广泛，素有“中华水塔”之称，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

我国和东南亚国家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生态屏障，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 党的十八大

以来，三江源水源涵养区着力推进一系列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保证了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不断提升。

图 １　 三江源区地理位置及流域水系分布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Ｒｉｖｅｒ Ｈｅａｄｗａｔｅｒ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ｎ

１．２　 数据来源

降水量、潜在蒸散量、土地利用 ／覆被、高程、土壤属性和其它数据来源及相应处理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数据来源与处理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ａｔ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数据
Ｄａｔａ

来源及处理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空间分辨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降水量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ｅｏｄａｔａ．ｃｎ） １ ｋｍ

潜在蒸散量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中国气象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ｃｍａ．ｃｎ）；基于 ＦＡＯ 修
正的 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 公式计算，通过空间插值获得栅
格数据

１ ｋｍ

土地利用 ／ 覆被
Ｌａｎｄ ｕｓｅ ／ ｃｏｖｅｒ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ｅｄｃ．
ｃｎ）；基于土地利用类型，对三江源区生态系统进行对应

分类［２８］ ，对应关系如表 ２ 所示
１ ｋｍ

数字高程模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ｓｃｌｏｕｄ． ｃｎ）；利用
Ｓｌｏｐｅ 工具计算百分比坡度

３０ ｍ

三江源边界及子流域边界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Ｒｉｖｅｒ Ｈｅａｄｗａｔｅｒ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ｕｂ⁃ｂａｓｉｎｓ

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ｔｐｄｃ．ａｃ．ｃｎ）

土壤属性（土壤厚度、土壤质地、有机质含量等）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ｏｉｌ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ｅｔｃ．）

世界土壤数据库（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ｅｄ Ｗｏｒｌｄ Ｓｏｉｌ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ＨＷＳＤ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１．２）；利用土壤质地计算植物可利用水和土壤饱

和导水率［２９］
１ ｋｍ

其它（最大根系深度、植被蒸散系数、流速系数）
Ｏｔｈｅｒｓ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ｒｏｏｔ ｄｅｐｔｈ， Ｋｃ ａｎｄ ｖｅｌ）

参考文献研究成果［３０—３１］ 、联合国粮农组织作物参考

值［３２］和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手册（表 ２）
１ ｋｍ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产水量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产水模块是基于水量平衡的估算方法，将每个栅格上的降水量与实际蒸散发量之差定义为

该栅格的产水量，并求取子流域上每个栅格单元的产水量之和。 计算方法如下：

Ｙｘｊ ＝ １ －
ＡＥＴｘｊ

Ｐｘ

æ

è
ç

ö

ø
÷ × Ｐｘ （１）

６４８９ 　 生　 态　 学　 报　 　 　 ４３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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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ＥＴｘｊ

Ｐｘ

＝
１ ＋ ωｘ Ｒｘｊ

１ ＋ ωｘ Ｒｘｊ ＋
１
Ｒｘｊ

（２）

ωｘ ＝ Ｚ
ＡＷＣｘ

Ｐｘ
（３）

ＡＷＣｘ ＝ｍｉｎ ＭａｘｓｏｉｌＤｅｐｔｈ，ＲｏｏｔＤｅｐｔｈ( ) ×ＰＷＡＣｘ （４）
　 　 ＰＷＡＣ＝ ５４．４０９－０．１３２ｓａｎｄ－０．００３ ｓａｎｄ( ) ２－０．０５５ｓｉｌｔ－０．００６ ｓｉｌｔ( ) ２－０．７３８ｃｌａｙ＋０．００７ ｃｌａｙ( ) ２－

２．６８８ＯＭ＋０．５０１（ＯＭ） ２ （５）

Ｒｘｊ ＝
ＫｘｊＥＴ０ｘ

Ｐｘ
（６）

式中， Ｙｘｊ 表示 ｊ类土地类型栅格单元 ｘ的产水量，ｍｍ； ＡＥＴｘｊ 表示 ｊ类土地类型栅格单元 ｘ的年实际蒸散发量，
ｍｍ； Ｐｘ 表示栅格单元 ｘ 的年降雨量，ｍｍ； Ｒｘｊ 为潜在蒸散发与降水量的比值； ωｘ 为表达气候⁃土壤属性关系的

非物理参数； ＡＷＣｘ 表示植物有效利用含水量，ｍｍ；ＭａｘｓｏｉｌＤｅｐｔｈ 为最大土壤深度；ＲｏｏｔＤｅｐｔｈ 为根系深度；
ＰＷＡＣｘ 为植被可利用水。 ｓａｎｄ 为土壤砂粒含量，％；ｓｉｌｔ 为土壤粉粒含量，％；ｃｌａｙ 为土壤粘粒含量，％；ＯＭ 为

土壤有机质含量，％。 Ｚ 即 Ｚｈａｎｇ 系数，Ｚｈａｎｇ 系数是表示研究区降水特征的常数，又称“季节常数”，能够代表

区域降水分布及水文地质，特征取值范围 １—３０。 ＥＴ０ｘ 表示单元 ｘ 的潜在蒸散发量，ｍｍ。 Ｋｘｊ 表示某植被类型

的蒸散系数。
１．３．２　 水源涵养量

计算得到产水量的基础上，结合研究区地形指数、地表流速系数和土壤饱和导水率计算栅格尺度的水源

涵养量。 计算方法如下：

Ｒｅ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ｘｊ ＝ ｍｉｎ １， ２４９
Ｖｅｌｘｊ

æ

è
ç

ö

ø
÷ × ｍｉｎ １，

Ｋｓａｔｘ

３００
æ

è
ç

ö

ø
÷ × ｍｉｎ １，

０．９ × ＴＩｘ
３

æ

è
ç

ö

ø
÷ × Ｙｘｊ （７）

ＴＩｘ ＝ ｌｇ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ａｒｅａ
ｓｏｉｌｄｅｐｔｈｘ × ｓｌｏｐｅｘ

æ

è
ç

ö

ø
÷ （８）

式中， Ｒｅ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ｘｊ 为 ｊ 类土地类型栅格单元 ｘ 的水源涵养量，ｍｍ； Ｖｅｌｘｊ 是 ｊ 类土地类型栅格单元 ｘ 的流速系

数，由模型参数表得到。 Ｋｓａｔｘ 为栅格单元 ｘ 的土壤饱和导水率，ｍｍ ／ ｄ； ＴＩｘ 为栅格单元 ｘ 的地形指数；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ａｒｅａ 为集水区栅格数量； ｓｏｉｌｄｅｐｔｈｘ 为栅格单元 ｘ 的土壤深度，ｍｍ； ｓｌｏｐｅｘ 为栅格单元 ｘ 的百分比坡度。
根据表 ２ 中土地类型与生态系统类型的对应关系，可计算得到相应生态系统类型的水源涵养量。
１．３．３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趋势分析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ＭＫ）检验是一种非参数检验方法，在气象、水文研究中有广泛应用［３３］。 本文借助ＭＡＴＬＡＢ
Ｒ２０１８Ｂ 软件实现栅格尺度水源涵养能力变化的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趋势分析。 公式如下：

Ｓ ＝ ∑
ｎ－１

ｉ ＝ １
∑

ｎ

ｋ ＝ ｉ＋１
ｓｇｎ ｘｋ － ｘｉ( ) （９）

ｘｋ ， ｘｉ 为连续的数据变量， ｎ 为数据资料时间长度。

ｓｇｎ ｘｋ － ｘｉ( ) ＝
１，　 　 ｘｋ － ｘｉ ＞ ０

０，　 　 ｘｋ － ｘｉ ＝ ０
－ １，　 ｘｋ － ｘｉ ＜ ０

ì

î

í

ï
ï

ïï

（１０）

Ｚ ＝

Ｓ － １
　 ｖａｒ Ｓ( )

，　 Ｓ ＞ ０

０，　 　 　 　 　 Ｓ ＝ ０
Ｓ ＋ １

　 ｖａｒ Ｓ( )
，　 Ｓ ＜ ０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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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Ｚ 大于 ０，数据序列呈上升趋势； Ｚ 小于 ０，数据序列呈下降趋势。 当 Ｚ ≥ １．９６ 时，表明趋势变化显

著；当 Ｚ ≥ ２．５８ 时，表明趋势变化极显著。

表 ２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各土地利用 ／覆被类型的生物物理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Ｂｉ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ｌａｎｄ ｕｓｅ ／ ｃｏｖｅｒ ｔｙｐ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 ｍｏｄｅｌ

生态系统名称
Ｎａｍｅ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地类名称
Ｎａｍｅ ｏｆ 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

最大根系深度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ｒｏｏｔ ｄｅｐｔｈ ／ ｍｍ

植被蒸散系数
Ｋｃ

流速系数
Ｖｅｌ

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水田 ２１００ ０．７ ２０１２

旱地 ２０００ ０．６５ ９００

森林 Ｆｏｒｅｓｔ 有林地 ５０００ １ ２００

疏林地 ３０００ ０．９３ ３００

其他林地 ３０００ ０．９ ４００

灌丛 Ｓｈｒｕｂｌａｎｄ 灌木林 ４０００ ０．９５ ２５０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高覆盖度草地 ２０００ ０．８５ ５００

中覆盖度草地 １７００ ０．６５ ４００

低覆盖度草地 １７００ ０．６５ ３００

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 河渠 １ １ ２０１２

湖泊 １ １ ２０１２

水库坑塘 １ １ ２０１２

永久性冰川雪地 １ ０．５ ２０１２

滩地 １ １ ２０１２

沼泽地 ３００ １ ９００

城市 Ｕｒｂａｎ 城镇用地 １０ ０．３ ２０１２

农村居民点 ５００ ０．２５ ２０１２

其他建设用地 ５００ ０．２ ２０１２

荒漠 Ｄｅｓｅｒｔ 沙地 ３００ ０．２ ２００

戈壁 ３００ ０．２ ２００

盐碱地 ３００ ０．２ ９００

裸土地 ２００ ０．２ １２００

裸岩石质地 ２００ ０．２ １５００

其他 ２００ ０．２ ２５０

１．３．４　 驱动因素情景分析

在假定情景下，认为一种或多种变量保持不变，在模型中输入该种或多种变量的固定值及其它变量的实

际值进行运算，核算出的结果即为该模拟情景的水源涵养量［３４］。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产水量模块参数中，土地利用 ／
覆被参数代表相应年份土地利用 ／覆被状况，降水量和潜在蒸散量参数代表相应年份气候状况。 为评估气候

变化和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单一因素对水源涵养量的影响，本研究设计了两种变化情景：一是分析气候变化对

水源涵养的驱动效应，设定气候为驱动因素，土地利用 ／覆被不发生变化；二是分析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对水源

涵养的驱动效应，设定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为驱动因素，气候因素不发生变化。 情景一条件下，输入的土地利

用 ／覆被参数为 １９９０ 年初始值，输入的气候数据为相应年份的降水量、潜在蒸散量；情景二条件下，输入的土

地利用 ／覆被参数为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每 ５ 年的动态数据，降水量、潜在蒸散量设定为 １９９０ 年初始值。 基于以上

两种情景，分别模拟产水量并计算水源涵养量。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三江源生态系统分布及其水源涵养量

三江源区生态系统主要类型为草地生态系统、灌丛生态系统、荒漠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图 ２）。 草地

生态系统分布广泛，面积占约 ２６．０７ 万 ｋｍ２，占三江源总面积的 ７２．０９％。 灌丛生态系统面积约为 １．０８ 万 ｋ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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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三江源 ２０２０ 年生态系统类型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Ｔｈｒｅｅ⁃Ｒｉｖｅｒ Ｈｅａｄｗａｔｅｒ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２０

主要分布在长江源西南部及东南部、黄河源东部及东南

部、澜沧江南部地区。 荒漠生态系统面积约为 ６．０４ 万

ｋｍ２，主要分布在长江源西北部、黄河源西北部及中部

地区。 湿地生态系统面积约为 ２．５５ 万 ｋｍ２，主要分布在

长江源西北部及西南部、黄河源北部区域。
草地生态系统为三江源水源涵养功能的主体

（图 ３），水源涵养量为 １２０．０４ 亿 ｍ３，占总量的 ７０．５９％；
荒漠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量为 ３５． ６１ 亿 ｍ３，占总量的

２０．９５％；灌丛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量为 ７．０５ 亿 ｍ３，占总

量的 ４．１４％；湿地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量为 ５．０３ 亿 ｍ３，占
总量的 ２．９６％。 以单位面积的水源涵养量表征水源涵

养能力，森林、灌丛、草地生态系统水源涵养能力显著高

于其它类型。 三江源森林生态系统水源涵养能力最高，
为 ７０．０５ ｍｍ；灌丛生态系统次之，为 ６４．９８ ｍｍ；草地生态系统水源涵养能力为 ４６．０４ ｍｍ。

图 ３　 三江源不同生态系统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平均水源涵养量及水源涵养能力

Ｆｉｇ．３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Ｔｈｒｅｅ⁃Ｒｉｖｅｒ Ｈｅａｄｗａｔｅｒ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０ ｔｏ ２０２０

２．２　 三江源水源涵养量的年际变化特征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三江源区及长江源、黄河源、澜沧江源三个子流域水源涵养量均呈增长趋势（图 ４）。 三江

源多年平均水源涵养量为 １６３．８４ 亿 ｍ３；水源涵养量显著增加，速率为 １．８０ 亿 ｍ３ ／ ａ（Ｐ＜０．０５），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１１９．４９ 亿 ｍ３增加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６９．１９ 亿 ｍ３。 三个子流域中，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水源涵养量呈显著增长趋

势，变化速率分别为 ０．８６ 亿 ｍ３ ／ ａ（Ｐ＜０．０５）和 ０．８１ 亿 ｍ３ ／ ａ（Ｐ＜０．０５）；澜沧江流域增长速率最小，且趋势不显

著，为 ０．１３ 亿 ｍ３ ／ ａ。
以 ２００５ 年生态治理前后为节点，将研究期分为生态工程实施前（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年）、实施后（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年）两个时段。 三江源整体在两个时段内水源涵养量均呈增长趋势，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年变化速率（０．１６ 亿 ｍ３ ／ ａ）
小于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年变化速率（３．３４ 亿 ｍ３ ／ ａ）。 三个子流域中，黄河流域和澜沧江流域水源涵养量均呈增长趋

势，生态工程实施前水源涵养量变化速率大于生态工程实施后；长江流域生态工程实施前水源涵养量增加速

率为 １．８２ 亿 ｍ３ ／ ａ（Ｐ＜０．０５）；生态工程实施后水源涵养量呈下降趋势，但变化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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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三江源区及其子流域水源涵养量的年际变化

Ｆｉｇ．４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ｒｅｅ⁃Ｒｉｖｅｒ Ｈｅａｄｗａｔｅｒ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ｕｂ⁃ｂａｓｉｎｓ

２．３　 三江源水源涵养能力的空间分布及变化特征

三江源地区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平均水源涵养能力表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特点（图 ５）。 长江流域

水源涵养能力整体较低，平均水源涵养能力为 ３９．５２ ｍｍ，大部分区域低于 ４０ ｍｍ；黄河流域水源涵养能力空

间差异显著，南部区域部分高于 １００ ｍｍ，北部区域部分低于 ２０ ｍｍ，平均水源涵养能力为 ４９．１５ ｍｍ；澜沧江流

域水源涵养能力整体较高，大部分区域水源涵养能力大于 ６０ ｍｍ，平均水源涵养能力为 ６２．９８ ｍｍ。

图 ５　 三江源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平均水源涵养能力空间分布图及显著性变化图

Ｆｉｇ．５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ｒｅｅ⁃Ｒｉｖｅｒ Ｈｅａｄｗａｔｅｒ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０

ｔｏ ２０２０

三江源地区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水源涵养能力显著增长面积为 ２２．０７ 万 ｋｍ２，占全区总面积的 ６０．７９％。 三个

子流域中，黄河流域显著增长区域范围最广，占该流域面积的 ７７．８２％；长江流域中东部区域水源涵养能力显

著增长，占该流域面积的 ５８．６４％；澜沧江流域 ２３．０５％的区域水源涵养能力显著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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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对水源涵养能力的影响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三江源降水量、潜在蒸散量、实际蒸散量、实际蒸散比变化趋势如图 ６ 所示。 降水量、潜在

蒸散量和实际蒸散量呈显著增加趋势，变化速率分别为 ２．６７ ｍｍ ／ ａ（Ｐ＜０．０５）、１．８４ ｍｍ ／ ａ（Ｐ＜０．０５）和 ０．９５
ｍｍ ／ ａ（Ｐ＜０．０５）。 实际蒸散比（实际蒸散量占降水量的比率）呈显著下降趋势（Ｐ＜０．０５）。

图 ６　 三江源气象要素变化趋势

Ｆｉｇ．６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ｒｅｅ⁃Ｒｉｖｅｒ Ｈｅａｄｗａｔｅｒ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表明，降水、实际蒸散与水源涵养能力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实际蒸散比与水源涵养能

力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表 ３）。 三江源降水、实际蒸散与水源涵养能力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９９１（Ｐ＜０．０１）、
０．８７６（Ｐ＜０．０１）。 实际蒸散比与水源涵养能力的负相关系数为－０．９５３（Ｐ＜０．０１），表明相同降雨条件下，实际

蒸散量越大，水源涵养能力越低。

表 ３　 三江源水源涵养能力与气象要素相关关系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ｒｅｅ⁃Ｒｉｖｅｒ Ｈｅａｄｗａｔｅｒｓ ｒｅｇｉｏｎ

降水 潜在蒸散 实际蒸散 实际蒸散比 水源涵养

降水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１ ０．１５４ ０．９２１∗∗ －０．９５３∗∗ ０．９９１∗∗

潜在蒸散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１ ０．４９５∗∗ ０．１３８ ０．０３９

实际蒸散 Ａｃｔｕａｌ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１ －０．７６４∗∗ ０．８６７∗∗

实际蒸散比 Ａｃｔｕａｌ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１ －０．９７７∗∗

水源涵养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１

　 　 ∗∗表示通过 Ｐ＝ ０．０１ 显著性水平检验

气候变化情景下，受降雨量增加影响，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年三江源水源涵养能力整体明显增加（图 ７）。 其中，
长江流域平均增加 ２１．０８ ｍｍ，西南部地区呈极显著增加趋势（Ｐ＜０．０１）；黄河流域平均增加 ３２．２５ ｍｍ，东北部

地区呈显著增加趋势（Ｐ＜０．０５）；澜沧江流域平均增加 １７．３５ ｍｍ，西北部地区呈显著增加趋势（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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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年三江源水源涵养能力整体降低，除三江源东部小部分区域水源涵养能力增加（０—２０ ｍｍ）外，
其它地区水源涵养能力普遍下降，在 Ｐ＝ ０．０５ 水平上变化趋势不显著。

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情景下，生态治理前，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年三江源水源涵养能力整体降低（图 ７），但变化幅

度较小，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和澜沧江流域水源涵养能力分别变化－０．０３ ｍｍ、－０．４７ ｍｍ 和－０．０１ ｍｍ，在 Ｐ ＝
０．０５水平上变化趋势不显著。 生态治理后，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年三江源水源涵养能力整体增加，长江流域西北部及

南部地区、黄河流域东部及南部地区、澜沧江大部分地区增长明显，水源涵养能力增加大于 ３０ ｍｍ；长江流域、
黄河流域和澜沧江流域水源涵养能力平均增长 １７．００ ｍｍ、１９．６０ ｍｍ 和 ３３．７６ ｍｍ，呈显著变化趋势（Ｐ＜０．０５）。

图 ７　 三江源区水源涵养能力变化情景模拟

Ｆｉｇ．７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ｒｅｅ⁃Ｒｉｖｅｒ Ｈｅａｄｗａｔｅｒｓ ｒｅｇｉｏｎ

３　 讨论

水源涵养能力是生态系统维持健康稳定状况的重要指示器［３］。 三江源是国家重点水源涵养功能保护

区［２４］，探明该地区水源涵养能力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对提高区域水资源供给能力、保障生态系统健康和维

持功能稳定具有重要意义［５］。 本研究表明，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三江源水源涵养能力呈上升趋势，其中黄河流域东

部区域水源涵养能力增加显著，与吕乐婷等［３５］、潘韬等［９］和张媛媛［３６］研究结果相似。 三江源区 ２０ 世纪九十

年代以来降雨不断增多，温度持续上升［３７］，气候趋向暖湿，对水源涵养能力提高具有一定正向作用。 然而，本
世纪以来，降水波动幅度大，强降雨增加，气温上升趋势显著高于降水，气候条件逐渐向暖干化发展，对植被生

长有抑制作用，尤其导致高寒草甸退化［３８］，抑制了水源涵养能力提高。 三江源由北至南、由西至东植被覆盖

度逐渐增加；长江流域未利用地广布，西部地区有湿地、冰川分布，东部地区有草地分布；黄河流域以草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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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东部分布有耕地和林地；澜沧江流域植被条件较好，林、草地覆盖广泛［３９］。 国家于 ２００５ 年启动三江源生

态保护与建设工程以来，退耕还林、休牧育草等措施的实施使生态退化现象得到一定遏制［４０］，林、草植被增

加，水热条件较好的东部地区植被恢复情况有明显好转，西北部地区植被恢复较为缓慢［４１］。 黄河流域东部草

地覆盖度显著提高，部分草地向森林转化；长江流域东部至黄河流域西部草地面积显著增长；澜沧江流域变化

较小［４２］。 此外，在气候变化影响下，２１ 世纪以来长江流域湿地面积呈下降趋势，人类活动同时干扰湿地景观

破碎化程度加剧，湿地水源涵养能力显著降低［４３］，对长江流域水源涵养能力影响较大。 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

共同影响着三江源水源涵养能力的空间分布格局。
气候变化通过改变降水量和蒸散量来影响流域的水源涵养能力［１６—１７］，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引起流域下垫

面植被格局的变化，从而改变了区域水源涵养能力的空间格局。 本研究表明，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实施前，假
设土地利用 ／覆被状况不发生变化，气候变化对水源涵养能力变化呈正影响，假设气候状况不发生变化，土地

利用 ／覆被变化对水源涵养能力变化呈负影响；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实施后，假设土地利用 ／覆被状况不发生

变化，气候变化对水源涵养能力变化呈负影响，假设气候状况不发生改变，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对水源涵养能

力变化呈正影响。 龚诗涵等［１９］全国水源涵养能力驱动因子的研究表明水源涵养能力与降水、蒸散、温度等气

候因素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与本研究降水、实际蒸散与水源涵养能力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结论基本一致。
生态治理前，三江源土地利用类型变化不显著［２４］，水源涵养能力主要受到降水量增加、实际蒸散量增加和实

际蒸散比减少等气候条件变化的影响，呈增长趋势。 生态治理后，三江源林、草地面积显著增加［４２］，人为干预

下，气候变化对水源涵养能力的负影响得到抑制，由于森林和草地生态系统水源涵养能力显著高于其它类型

生态系统，退耕还林和休牧育草等措施促进了水源涵养能力提高。
本文模型模拟的中间参量和模拟结果与现有研究进行了大量的对比验证，实际蒸散量结果与吕乐婷

等［３５］、尹云鹤等［４４］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比较；水源供给量的计算结果与潘韬等［９］、乔飞等［４５］ 的研究进行了比

较，并与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青海省水资源公报相关数据相比较；水源涵养量的估算结果与张媛媛［３６］、刘敏超

等［４６］的结果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在模型参数合理条件下，本文基于情景模拟法，在
生态治理前后两个时段分析了三江源气候与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分别对水源涵养能力的影响。 但三江源水源

涵养能力的模拟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本研究未能充分考虑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对三江源区土壤物理和生

态水文过程的影响，模型中输入的土壤参数未考虑其时间变化特征。 此外，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冰川融水和

冻土退化作为三江源河流径流量的重要补给来源，是影响三江源区水源涵养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中未能具体量化，在未来研究中，将继续深入。

４　 结论

本文基于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对三江源区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水源涵养能力的变化趋势、时空分布及其影响因素进

行分析，取得如下结果：
（１）草地生态系统为三江源水源涵养功能主体，多年平均水源涵养量为 １２０．０４ 亿 ｍ３。
（２）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三江源区水源涵养量年际变化呈显著上升趋势，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年水源涵养量增长速率

为 ３．３４ 亿 ｍ３ ／ ａ，大于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年增长速率（０．１６ 亿 ｍ３ ／ ａ）。
（３）三江源区水源涵养能力空间分布上表现为东南高西北低的特征。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三江源水源涵养能

力显著增长区域面积 ２２．０７ 万 ｋｍ２。 三个子流域中，黄河流域水源涵养能力增长面积最广。
（４）对比生态治理前后两时期，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年三江源降水量增长和实际蒸散比下降等气候变化对水源涵

养能力增长起到主要正向促进作用；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年三江源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实施后，林草植被覆盖面积增

加，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对水源涵养能力增长起到主要正向促进作用。
林草植被与湿地在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中起到重要作用，为扎实推进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

应结合地区气候与土壤条件，科学规划退耕还林、休牧育草以及湿地保护工作，制定更合理的生态保护政策。

３５８９　 ２３ 期 　 　 　 周雪彤　 等：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三江源水源涵养能力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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